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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知面, 还需知情：人际距离和情绪表露 

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 

李思瑾 1,2  汤煜尧 1  李  奇 1  王庭栋 1  张丹丹 1 
(1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66) (2 海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海口 571158) 

摘  要  来自朋友或陌生人的情绪调节帮助是个体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资源, 但陌生人提供的帮助往往不及朋友

有效。人际距离是如何影响调节者的调节过程的？被调节者的情绪表露能否弥补由人际距离较远带来的负面影

响？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考察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在人际情绪调节中的作用。实验 1 发现, 调节者为朋友(而不是

陌生人)选择更多情境适应性调节策略。实验 2 进一步测量调节者的瞳孔直径变化以揭示其认知资源卷入程度, 发

现人际距离对调节者的情绪识别、策略选择和策略产出三个阶段均有影响, 而被调节者的情绪表露可显著降低上

述人际距离的负面效应, 从而优化陌生人之间的人际情绪调节过程。本研究不但支持和扩展了社会调节环模型, 还

为优化人际情绪调节过程和提升社会互动质量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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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社会性物种,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良

好的社会互动。从婴儿时期的啼哭到成年后的情感

交流, 个体通过表达情绪来传递需求, 并获得支持

与安慰。随着成长, 个体不仅会向家人和朋友倾诉

个人困境, 寻求情感慰藉; 反过来, 也常常帮助他

人渡过情绪难关。广义上, 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

不同于自我情绪调节的过程被称为人际情绪调节, 

指的是社会互动中的一方(调节者)有意地改变另一

方 (被调节者 )情绪状态的过程 (Zaki & Williams, 

2013)。作为应对负性情绪的重要途径之一, 人际情

绪调节具有独特优势：调节者能提供更客观的视角, 

帮助被调节者避免因“当局者迷”而产生错误归因; 

同时, 调节者帮助他人改善情绪时, 亦能有效缓解

自身的负性情绪 , 提升主观幸福感(见综述: 董婉

欣 等, 2024)。 

通常我们认为, 亲友间的人际情绪调节效果优

于陌生人间的情绪调节。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

与人口流动常态化 , 亲友之间物理距离愈发疏离 , 

在此背景下, 陌生人之间的情感帮助与支持逐渐成

为 人 们 维 持 心 理 健 康 的 重 要 资 源 ( 苑 明 亮  等 , 

2024)。人际情绪调节亦是如此, 它并非只存在于亲

近的人际关系中, 也广泛发生在陌生人或弱联结群

体之间。以刚过去不久的新冠疫情为例, 陌生人之

间的情感支持与互助在危难时刻提供了关键的情

绪调节资源 , 推动了更积极的应对行为 (Tekin et 

al., 2021), 生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这一古老

谚语的现代意义。然而, 人际距离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 个 体 间 的 信 任 基 础 和 社 会 期 望 (Saulin et al., 

2019; Sweijen et al., 2023), 并可能进一步影响人

际情绪调节过程与效果。人际距离是指个体对人

际关系亲疏程度的主观心理感知 , 即个体对自己

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远近的评测结果(Li, Cheng,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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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23)。已有研究初步探讨了人际距离对人际情

绪调节的影响。例如, Liu 等(2021)通过两周的经验

抽样调查发现, 人们更愿意向关系亲近的对象寻求

人际情绪调节帮助。Morawetz 等(2021)进一步揭示

了人际距离效应及其神经机制, 他们要求被试在朋

友或者陌生人的帮助下调节情绪, 发现相比于陌生

人提供的调节策略 , 运用朋友提供的策略时情绪

调节效果更佳 , 颞顶联合区和楔前叶等共情脑区

的激活更强。这些研究提示, 亲近关系(如朋友)中

的人际情绪调节可能更具优势。但需要指出的是, 

现有研究均聚焦于被调节者视角 , 而作为情绪调

节资源的提供方 , 调节者在不同人际距离情境下

的表现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从调节者视角考察人

际距离效应 , 既有助于深化人际情绪调节认知机

制, 也为优化人际情绪调节过程、提升社会互动质

量提供重要启示。基于此, 本研究拟回答的首个问

题是：人际距离是如何影响调节者的人际情绪调

节过程的。 

美国心理学家 Reeck 等(2016)提出的社会调节

环模型(Social Regulatory Cycle)阐述了人际情绪调

节过程的认知机制。对调节者而言, 该过程主要包

括情绪识别、目标评价、策略选择及策略产出四个

阶段。具体而言, 调节者首先通过共情识别被调节

者的情绪状态, 并评估该情绪状态是否符合预期目

标, 如果不符合则决定介入情绪调节。此时调节者

需选择适当的调节策略, 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调节

方案并告知对方(Reeck et al., 2016)。目前仅发现了

两项实验室研究以调节者为视角, 关注情绪调节的

策略选择阶段, 发现在高强度负性或高紧急情境下, 

个 体 为 陌 生 他 人 (Matthews et al., 2022) 或 朋 友

(Pauw et al., 2019)均更多地选择了分心策略(与低

强度负性或低紧急情境相比)。该结果可用情绪调

节策略的适应性理论(Sheppes et al., 2011, 2014)来

解释。该理论认为, 在高强度负性情境下, 分心策

略比认知重评策略更具适应性, 因为它能通过注意

转移迅速阻断个体对负性情绪事件的过度关注, 从

而更有效地缓解情绪体验(Shafir et al., 2016; Van 

Bockstaele et al., 2020)。然而, 上述研究分别涉及

陌生人或朋友情境, 并未回答人际距离是如何影响

调节者的策略选择的。鉴于策略选择是影响情绪调

节效果的关键节点(Reeck et al., 2016), 本研究的实

验 1 将聚焦于该阶段, 考察人际距离对调节者策略

选择的影响。 

除了策略选择阶段, 本研究还在人际情绪调节

中考察了调节者的情绪识别。上述社会调节环模型

指出, 情绪识别是调节者介入人际情绪调节的首要

环节(Reeck et al., 2016), 而不少研究发现, 人际距

离会影响个体的共情难度和准确度。因此我们猜想, 

识别朋友的情绪时, 调节者可依赖共同的情感背景

和过往经历, 更准确地推测其情绪反应; 而面对陌

生人时, 由于缺乏这种“知人知面”的资本, 调节者

只能依靠外部线索进行情绪解读, 使情绪识别更困

难(Ma-Kellams & Blascovich, 2012; Preston & de 

Waal, 2002; Lin et al., 2024)。此时, 被调节者的情

绪表露可提供关键的情绪识别线索(Clark & Lemay, 

2024; Lange et al., 2022), 让调节者通过“知情”提高

情绪识别的准确度。情绪表露指个体通过言语或非

言语行为传递自身情绪状态的过程(Graham et al., 

2008)。目前有关情绪表露积极作用的支持性证据, 

多来自非情绪调节领域的人际互动研究。例如有研

究发现, 伴侣间日常的情绪表露有利于增强对彼此

情 绪 的 敏 感 度 并 提 高 共 情 准 确 度 (Overall et al., 

2020); 日常生活中情绪表露越多的个体在人际交

往中感受到更高的被接纳感、更紧密的关系连结和

更高的关系满意度(Cameron & Overall, 2018); 越

愿意情绪表露的大一新生在学期末建立了更多且

更亲密的友谊, 室友也对此类同学给予了更多支持

(Graham et al., 2008)。此外, Hodges 和 Kezer (2021)

对跨文化陌生人间的研究指出, 情绪表露是提高彼

此共情准确度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些发现, 本研究

拟回答的第二个科学问题是：当被调节者表露情绪

时, 人际距离对调节者情绪识别、策略选择及策略

产出的影响会发生何种变化？实验 2 将对此问题展

开探讨。 

综上, 本研究以人际情绪调节的“调节者”为研

究对象, 拟通过两项实验探讨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

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实验 1 考察人际距离(朋

友 vs. 陌生人)如何影响调节者的策略选择, 实验

2 进一步引入情绪表露因素(无表露 vs. 表露), 探

讨情绪表露能否以及如何改变人际距离对人际情

绪调节的影响。基于社会调节环模型, 我们假设：

人际距离影响调节者的情绪识别、策略选择及策略

产出三个阶段。相比于陌生人, 调节者调节朋友时, 

情绪识别更节省认知资源、策略选择更具适应性、

策略产出时的认知资源投入更充分。更重要的是, 

情绪表露可提升情境适应性调节策略的选择, 优化

认知资源分配模式, 从而弥补因人际距离较远所导

致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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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 1：人际距离对调节者策略
选择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根 据 相 关 研 究 报 告 的 效 应 量 (η2
p = 0.036; 

Matthews et al., 2022), 采用 G*Power 3.1.9 软件进

行事前样本量估计(F 检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被

试内因素, α = 0.05, 1 − β = 0.99)。结果显示, 81 名

被试即可达到 99%的统计检验力。本研究实际招募

了 90 名正式被试, 另有 10 名被试参与预实验, 最

终共有 100 名大学生被试(62 名女性, 年龄：19.55 ± 

0.15 岁)参加了实验。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 近期无

生病或服药史, 无神经系统疾病或精神疾病史, 且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为确保“朋友”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具备足够的

稳定性和亲密度(Maister & Tsakiris, 2016), 被试招

募阶段的额外筛选标准为：“您是否有一段维持了

超过六个月的稳定同性友谊？” 符合此条件者方

可参与实验。本研究方案已获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被试在实验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并在实验结束后获得相应报酬。 

2.1.2  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 2 (人际距离：朋友/陌生人) × 2 (负性情绪

强度：低/高)的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其中, 情

绪强度变量用于操纵被调节者所处的负性情境, 并

以低强度作为对照条件。 

实验材料包括 20 张选自国际情绪图片系统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 Lang 

et al., 2005)的负性情绪图片, 随机分成 4 份(对应 4

个条件), 每份包含 5 张图片。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显示, 朋友与陌生人条件在效价(t(18) = −0.52, p = 

0.608, Cohen’s d = −0.23; 朋友 vs. 陌生人: 2.68 ± 

0.31 vs. 2.92 ± 0.33)和唤醒度(t(18) = −0.94, p = 

0.359, Cohen’s d = −0.42; 5.52 ± 0.24 vs. 5.79 ± 0.16)

上均无显著差异。但低强度和高强度条件在效价

(t(18) = 9.86, p < 0.001, Cohen’s d = 4.41; 低强度 

vs. 高强度: 3.69 ± 0.13 vs. 1.92 ± 0.12)和唤醒度

(t(18) = −2.83, p = 0.011, Cohen’s d = −1.27; 5.31 ± 

0.22 vs. 6.00 ± 0.11)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本课题组 3 名有情绪调节研究经验的研究生为

上述 20 张图片对应编写了 20 条分心方案和 20 条

认知重评方案(见网络版附录)。额外招募了 20 名同

质被试, 要求他们使用 9 点评分量表(1 表示毫无效

果, 9 表示非常有效)评定每条方案在改善负性情绪

方面的有效性。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分心和重

评方案的有效性评分均显著高于评分中点 5 (分心: 

t(19) = 8.08, p < 0.001, Cohen’s d = 1.81, 6.18 ± 0.15; 

重评: t(19) = 7.47, p < 0.001, Cohen’s d = 1.670, 

6.25 ± 0.17)。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两种策略的

有效性评分之间无显著差异, t(19) = −0.58, p = 0.570。 

2.1.3  实验流程 

正式实验前, 主试向被试详细讲解情绪调节及

人际情绪调节的概念与重要性, 并指导被试学习分

心和重评两种策略, 确保其熟练掌握后方可进行正

式实验。具体而言, 分心策略是指将注意从当前情

境的负性事件/线索中转移至中性方面或当前情境

外的中性事件上(Li, Chen, et al., 2023; Zhao et al., 

2021)。认知重评策略则是从更加积极的角度重新

解读当前事件的原因、意义或后果(Bo et al., 2024)。

练习结束后, 要求被试在脑海中分别想象一位同性

别好友和一位同性别陌生人, 并设想他们即将观看

一系列负性场景图片。被试需运用刚刚所学的策略

帮助他们改善情绪。 

人际情绪调节任务包括两个 block, 分别对应

“朋友”和“陌生人”两个条件, block 顺序在被试间平

衡。每个 block 包含 10 个试次, 高、低强度的负性

情绪图片各半, 图片以随机顺序呈现。每个试次的

流程如图 1A 所示：首先, 屏幕呈现 3 秒的线索提

示, 要求被试分别想象其朋友(朋友 block)或者陌

生人(陌生人 block)即将看到一张负性场景图片。随

后, 图片呈现 3 秒, 被试需推测所想象人物的情绪

反应。最后, 屏幕显示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分心和重

评), 被试需从中选择一种以帮助所想象人物改善

情绪体验, 时间不限。 

2.1.4  数据采集与统计方法 

采用 E-Prime 3.0 收集实验数据, 并采用 SPSS 

Statistics 27.0.1 (IBM, Somers, USA)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关注的因变量为被试选择分心策略的占比, 

即每个条件下选择分心策略的次数与该条件下总

试次数的比值。数据分析采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 人际距离(朋友/陌生人)和负性情绪强度(低/

高)均为被试内因素。描述性统计以“均值 ± 标准

误”呈现, 效应量使用 η2
p 报告, F 值的自由度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 事后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 显著性水平设为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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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 1 的流程及主要结果。A, 单个试次流程图。实验中, 被试分别设想好友或陌生人正在观看负性情绪图片。

图片呈现后, 被试可在不限时间的情况下, 从认知重评(例如, 救护车正在赶来)或者分心(例如, 思考本周的安

排)两种情绪调节策略中选择其一, 帮助观看负性图片的人物改善情绪体验。RT 表示反应时。B, 分心策略选择

占比。分数越高, 表示越倾向于选择分心策略调节朋友/陌生人的负性情绪。图中的误差条代表标准误, *** p < 

0.001, n.s. 表示无显著差异。 

 
2.2  结果与讨论 

本实验最主要的发现是, 人际距离与负性情绪

强度的二重交互作用显著, F(1, 99) = 70.97, p < 

0.001, η2
p = 0.42 (见图 1B)。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 , 高强度负性情绪条件下 , 相比于调节陌生人 , 

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分心策略来调节朋友的情绪(朋

友 vs. 陌生人 = 0.74 ± 0.02 vs. 0.61 ± 0.01), F(1, 

99) = 73.71, p < 0.001, η2
p = 0.43; 而在低强度负性

情绪条件下 , 不同人际距离下的分心策略选择占

比无显著差异(0.57 ± 0.01 vs. 0.58 ± 0.01), F(1, 99) 

= 0.21, p = 0.652。另一个方向的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 , 虽然调节朋友和陌生人时 , 高强度负性情绪

条 件 下 选择分心策略的占比均高于低强度条件 , 

但调节朋友时, 情绪强度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比陌生

人条件更强(朋友条件：F(1, 99) = 112.19, p < 0.001, 

η2
p = 0.53; 陌生人条件：F(1, 99) = 11.35, p = 0.002, 

η2
p = 0.10)。 

此外结果还显示, 人际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1, 

99) = 33.82, p < 0.001, η2
p = 0.26)：被试为朋友选择

分心策略的占比显著高于陌生人(0.66 ± 0.01 vs. 

0.60 ± 0.01)。负性情绪强度的主效应显著(F(1, 99) 

= 85.19, p < 0.001, η2
p = 0.46)：被试在高强度负性情

绪条件下选择分心策略的占比(0.68 ± 0.01)显著高

于低强度条件(0.57 ± 0.01)。 

与预期一致, 人际距离显著影响人际情绪调节

中调节者的策略选择。具体而言, 高强度负性情境

下, 调节者帮助朋友调节情绪时选择适应性策略的

占比高于陌生人。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情绪调节

策略的适应性理论(Sheppes et al., 2011, 2014; 见综

述 Matthews et al., 2021), 即高强度负性情境下, 选

择分心策略更具适应性, 同时也拓展了该理论在社

会情境中的适用范围, 表明个体在帮助亲近他人应

对强烈的负性情绪时, 更倾向于采用“情绪急救”式

的分心策略。在此基础上, 实验 2 将引入情绪表露

作为新的自变量, 以考察被调节者表露情绪时, 人

际距离效应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 考虑到人际情

绪调节涉及多阶段的认知加工, 实验 2 还将通过测

量瞳孔直径变化进一步揭示调节者在人际情绪调

节 不 同 阶 段 的 认 知 资 源 卷 入 程 度 (Grujic et al., 

2024), 以探讨调节者在处理不同人际距离与情绪

表露信息时的认知资源分配差异。已有研究表明, 

瞳孔直径除了可以反映情绪唤醒程度, 还能敏感测

量认知负荷的改变。例如 , 不少研究均发现 , 在

n-back 等关注认知负荷的认知任务中, 被试的瞳孔

直径随认知负荷 n 值增加而增大(见综述 van der 

Wel & van Steenbergen, 2018)。同时基于机器学习

分类算法的系列研究也表明, 瞳孔直径可有效区分

高 、 低 认 知 负 荷 水 平 (见 综 述 Hogervorst et al., 

2014)。因此在情绪唤醒水平波动不大的情境下(例

如本研究的情绪调节者), 瞳孔直径可以作为认知

负荷的度量指标。鉴于实验 1 的结果表明, 人际距

离效应主要体现在高强度负性情绪的调节中, 实验

2 将聚焦于此类情境, 进一步探讨情绪表露可能带

来的影响。 

3  实验 2：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对
人际情绪调节不同阶段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根据相关研究及实验 1 报告的效应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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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2
p = 0.09; Matthews et al., 2022; Tanna & MacCann, 

2023), 使用 G*Power 3.1.9 软件进行样本量估计(F

检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被试内因素, α = 0.05, 

1 − β = 0.99)。计算结果显示, 32 名被试即可达到

99%的统计检验力。本研究招募了 40 对亲密同性

别好友 , 并为每对好友匹配了一名同性别陌生人

(假被试)。其中, 每对亲密好友中的一位被选为“调

节者”参加正式实验, 而另一位好友和陌生人作为

辅助角色(即被调节者), 仅参与实验情境设置, 不

参与正式实验。该设计旨在使被试相信实验中情绪

表露变量操纵的真实性(参考 Guendelman et al., 

2022)。实际参与正式实验的被试为 40 名大学生(女

性 25 名, 年龄：19.25 ± 0.14 岁), 所有被试均未参

与实验 1, 且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其中 1 名被试因

频繁眨眼导致数据伪迹过多被剔除, 最终纳入 39

名被试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与实验 1 类似, 在招募亲密好友时的要求为

“至少六个月的同性别稳定友谊”。另外, 我们还使

用自我−他人包含量表(Inclusion of Other in Self 

Scale, IOS; Aron et al., 1992)进一步评估被试与朋

友之间的亲密度。被试需要从 7 对圆圈中选择一对

来表示自己与朋友的关系(1 表示最小重叠/最低亲

密度, 7 表示最大重叠/最高亲密度)。所有被试的

IOS 得分均在 5~7 之间(平均得分：5.63 ± 0.74), 表

明他们与朋友之间存在中等到高度的亲密度。所有

被试均为右利手, 近期无生病或服药史, 无神经系

统疾病或精神疾病史, 且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本

研究方案已获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

被试在实验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并在实验结束后

获得相应报酬。 

3.1.2  实验设计与材料 

本研究采用 2 (人际距离：朋友/陌生人) × 2 (情

绪表露：无表露/表露)的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 

实验材料为 80 张高强度负性图片 , 均选自

IAPS。将这些图片随机分成 4 份(对应 4 个条件), 每

份包含 20 张图片。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通过另 20

名同质被试的评分进行匹配。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 四个被试内条件在效价和唤醒度上均无显著

性差异(Fs < 1; 效价: 2.26 ± 0.08 vs. 2.13 ± 0.07 vs. 

2.19 ± 0.05 vs. 2.14 ± 0.07; 唤醒度: 6.46 ± 0.42 vs. 

6.42 ± 0.25 vs. 6.44 ± 0.30 vs. 6.44 ± 0.26)。 

3.1.3  实验流程 

正式实验前 , 主试首先向三位被试(即两位朋

友和一位陌生人)介绍情绪调节及人际情绪调节的

概念和重要性。接着, 引导他们共同学习和练习分

心和认知重评两种调节策略 , 并确保他们能够准

确理解和掌握。练习结束后, 主试根据策略掌握情

况, 从两位朋友中选出一名掌握更好的作为“调节

者”, 其任务是帮助另一位朋友和陌生人调节负性

情绪。随后, 两位被调节者被带至其他房间, 准备

观看一系列负性图片 , 实际上他们并不参与后续

实验。与此同时, 参加正式实验的被试填写自我−

他人包含量表(IOS), 评估其与朋友和陌生人之间

的主观人际距离 , 通过练习熟悉任务流程后 , 开

始实验。 

人际情绪调节任务包括两个 block, 分别对应

“朋友”和“陌生人”两个条件, block 顺序在被试间平

衡。每个 block 包含 40 个试次, “无表露”和“表露”

两种条件的试次各半, 以随机顺序呈现。每个 block

前, 被试会被告知本轮的被调节者是朋友还是陌生

人。任务中, 被试首先共情对方的情绪, 然后选择

情绪调节策略, 接着通过麦克风口述具体的调节方

案, 最后评定策略产出的难度。 

单个试次的流程如图 2 所示：注视点之后, 负

性情绪图片呈现 3 秒, 接着出现被调节者的负性情

绪评分(1 表示中性情绪, 9 表示极端负性)。在表露

试次中, 屏幕上直接显示绿色方框, 表示被调节者

自己报告的此时看到负性图片的心情(6~9 分, 实际

上该评分为预设值); 在无表露试次中 , 没有被调

节者的情绪报告, 被试需在 3 秒内设身处地地推测

被调节者此刻的情绪感受。随后, 被试在 3 秒内选

择分心或重评作为调节策略。选择策略种类后, 负

性情绪图片再次呈现, 被试有 8 秒时间通过麦克风

向被调节者口述具体的情绪调节方案, 以帮助其缓

解负性情绪。每五个试次中的一个试次, 被试需在

3 秒内使用 9 点评分报告策略产出的难度(1 表示非

常简单, 9 表示非常困难)。每完成 20 个试次后, 被

试可休息 2 分钟, 整个任务持续约 30 分钟。整个实

验结束后 , 主试询问被试是否知晓实验真正目的 , 

所有被试均未察觉实验的真实意图, 也未怀疑实验

过程受到操纵。 

3.1.4  眼动追踪数据采集与处理 

采用 EyeLink 1000 Plus 眼动追踪仪(SR Research 

Ltd, Ottawa, Canada) 记 录 瞳 孔 数 据 , 采 样 率 为

500 Hz。实验过程中, 被试将头部放置在下巴托架

上, 头部与眼动追踪仪的距离约 60 厘米。使用 9

点校准程序进行设备校准, 并在每个试次的注视点

呈现时进行漂移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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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 2 中单个试次流程图。以“表露”条件为例, 情绪识别阶段向被试展示了被调节者观看完图片后的负性情绪

强度评分(实际上是程序预设值)。之后被试选择一种策略, 并口述具体的调节方案。每完成约 5 个试次后, 被

试需要在 9 点评分量表上报告策略产出的难度, 1 表示非常简单, 9 表示非常困难。 

 

采集的瞳孔数据使用 Matlab R2021b (Math 

Works)和 PUPI (Pupillometry Pipeliner; Kinley & 

Levy, 2022)工具包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包括：将原

始瞳孔数据转换为 Z 分数; 依据瞳孔测量噪声法

(Hershman et al., 2018)检测眨眼事件, 并剔除眨眼

前 50 毫秒和后 150 毫秒内的瞳孔数据。使用 50 毫

秒长度的移动中值滤波器对数据进行平滑, 并通过

线性插值法填补缺失数据。本研究主要关注情绪识

别和策略产出两个阶段的瞳孔直径变化。研究表明, 

瞳孔直径变化可能反映多种心理过程, 如情绪唤醒

(Gao et al., 2024; Yu et al., 2023), 认知资源投入

(Castellotti et al., 2025; Grujic et al., 2024; van der 

Wel & van Steenbergen, 2018)。考虑到本研究任务

的认知特征(即被试作为调节者产出具体调节策略), 

我们将瞳孔直径作为认知负荷的观测指标进行探

索性分析。 

在数据分析时间窗方面, 由于情绪调节策略产

出阶段要求被试口述调节方案, 其平均出声报告潜

伏期为 3.27 ± 0.98 秒。为避免口腔运动对瞳孔直径

的干扰, 情绪识别和策略产出两个阶段的瞳孔数据

均以刺激呈现后的 3 秒进行分段(0~3 秒), 并以刺

激呈现前 0.2 秒的平均瞳孔直径进行基线校正(Gao 

et al., 2024)。其中 1 名被试由于眨眼伪迹过多

(> 30%)被排除 , 最终纳入 39 名被试的数据进行

统计。 

3.1.5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Statistics 27.0.1 (IBM, Somers, USA)

和 R Studio 4.3.0 lme4 包(Bates et al., 2014)进行统

计分析。对 IOS 量表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检

验人际距离的操纵有效性。对分心策略的选择占

比、调节难度评分和瞳孔直径分别进行两因素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 人际距离(朋友/陌生人)和情绪表露

(无表露/表露)均为被试内因素。描述性统计量表示

为“均值 ± 标准误”, 效应量使用 Cohen’s d (t 检验)

或 η2
p (F 检验)报告, 显著性水平设为 p < 0.05。所

有 F 值的自由度均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 

事后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采用线性混合模型

考察情绪表露对人际距离与人际情绪调节的调节

作用, 人际距离、情绪表露及其交互项设为固定效

应, 被试设为随机效应：model <- lmer (Y ~ X * M + 

(1 | sub), data = data)。其中, 人际距离(X: 0 = 朋

友, 1 = 陌生人)和情绪表露(M: 0 = 无表露, 1 = 表

露)为分类变量 , 进行哑变量编码 , 人际情绪调节

(Y: 分心策略选择占比、策略产出难度评分、情绪

识别阶段瞳孔直径及策略产出阶段瞳孔直径)为连

续变量。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依据 95%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CI), 若 CI 不包含 0, 则认为调

节效应显著。 

3.2  结果与讨论 

3.2.1  人际距离的操纵检验 

采用 IOS 量表得分测量被试对朋友和陌生人

主观感知的人际距离, 分数越高表示关系越亲近。

结果显示, 被试对朋友的 IOS 评分显著高于陌生人

(t(38) = 27.55, p < 0.001, Cohen’s d = 4.41; 朋友 vs. 

陌生人 = 5.62 ± 0.12 vs. 1.28 ± 0.07), 表明人际距

离的操纵有效。 

3.2.2  分心策略选择占比 

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38) = 5.49, p = 0.025, η2
p = 0.13 (图 3A)。进一步的简

单效应分析发现, 无表露条件下, 被试对陌生人选

择分心策略的占比(0.35 ± 0.04)显著低于朋友选择

条件(0.50 ± 0.04) F(1, 38) = 10.12, p = 0.003, η2
p = 

0.21; 而在表露条件下, 被试对陌生人选择分心策

略的占比与朋友无显著差异(F(1, 38) = 0.99, p = 

0.327; 朋友 vs. 陌生人 = 0.57 ± 0.04 vs. 0.54 ± 

0.04)。另外, 人际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1, 38) = 

9.74, p = 0.003, η2
p = 0.20)：被试为朋友选择分心策

略的占比(0.54 ± 0.04)显著高于陌生人(0.45 ±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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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观评分及瞳孔直径结果。A, 分心策略选择占比。分数越高表示被试越倾向于选择分心策略来调节朋友/陌生

人的负性情绪。B, 策略产出难度评分。分数越高表示难度越大。C, 情绪识别阶段的瞳孔直径变化。D, 策略

产出阶段的瞳孔直径变化。E, 情绪表露调节人际距离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人际距离(0-朋友, 1-陌生人)和

情绪表露(0-无表露, 1-表露)均为分类变量, 人际情绪调节的指标均为连续变量。** p < 0.01, *** p < 0.001, n.s. 

表示未发现显著差异。 
 

情绪表露的主效应显著(F(1, 38) = 28.04, p < 0.001, 

η2
p = 0.43)：表露条件下选择分心策略的占比(0.56 ± 

0.04)显著高于无表露条件(0.43 ± 0.03)。 

线性混合模型结果发现, 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

的交互项显著(β = 0.12, SE = 0.05, t(114) = 2.31, 

95% CI = [0.02, 0.22]), 说明情绪表露调节人际距

离对策略选择占比的影响(调节模型见图 3E)。 

3.2.3  策略产出难度评分 

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38) = 7.68, p = 0.009, η2
p = 0.17 (图 3B)。进一步的简

单效应分析发现, 无表露条件下, 被试报告调节陌

生人情绪时的策略产出难度(5.70 ± 0.23)显著高于

朋友条件(4.90 ± 0.22), F(1, 38) = 14.03, p = 0.001, 

η2
p = 0.27; 而在表露条件下, 调节陌生人和朋友情

绪时的策略产出难度无显著差异(F(1, 38) = 0.84, p = 

0.364; 朋友 vs. 陌生人 = 5.13 ± 0.20 vs. 5.32 ± 

0.20)。另外, 人际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1, 38) = 7.83, 

p = 0.008, η2
p = 0.17)：调节陌生人情绪时的策略产出

难度(5.51 ± 0.20)显著高于朋友条件(5.01 ± 0.19)。情

绪表露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8) = 0.59, p = 0.447。 

线性混合模型结果发现, 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

的交互项显著(β = −0.62, SE = 0.27, t(114) = −2.30, 

95% CI = [−1.14, −0.09]), 说明情绪表露调节人际

距离对策略产出难度的影响(调节模型见图 3E)。 

3.2.4  瞳孔直径 

情绪识别阶段。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的交互作

用显著 , F(1, 38) = 5.91, p = 0.020, η2
p = 0.14 

(图 3C)。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无表露条件

下, 被试共情朋友的负性情绪时瞳孔直径显著小于

共情陌生人条件(朋友 vs. 陌生人 = 0.05 ± 0.02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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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 0.05), F(1, 38) = 12.16, p = 0.001, η2
p = 0.24; 

而在表露条件下, 被试共情朋友和陌生人的负性情

绪 时 的 瞳 孔 直 径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0.05 ± 0.02 vs. 

0.07 ± 0.02), F(1, 38) = 0.58, p = 0.451。另外, 人际

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1, 38) = 11.18, p = 0.002, η2
p = 

0.23)：被试共情朋友的负性情绪时瞳孔直径(0.05 ± 

0.02)显著低于共情陌生人(0.14 ± 0.03)。情绪表露

的主效应也显著(F(1, 38) = 4.25, p = 0.046, η2
p = 

0.10)：被试在表露条件共情被调节者的负性情绪时

瞳孔直径(0.06 ± 0.02)显著低于无表露条件(0.13 ± 

0.03)。 

线性混合模型结果发现, 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

的交互项显著(β = −0.13, SE = 0.06, t(114) = −2.26, 

95% CI = [−0.24, −0.02]), 说明情绪表露调节人际

距离对情绪识别阶段瞳孔直径的影响(调节模型见

图 3E)。 

策略产出阶段。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的交互作

用显著 , F(1, 38) = 4.72, p = 0.036, η2
p = 0.11 

(图 3D)。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无表露条件

下, 被试调节朋友时的瞳孔直径(0.61 ± 0.07)显著

大于调节陌生人(0.30 ± 0.05), F(1, 38) = 15.24, p < 

0.001, η2
p = 0.29); 而在表露条件下, 被试调节朋友

和陌生人的情绪时瞳孔直径无显著性差异(朋友 vs. 

陌生人 = 0.58 ± 0.07 vs. 0.53 ± 0.07), F(1, 38) = 

0.18, p = 0.674。另外, 人际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1, 

38) = 5.39, p = 0.03, η2
p = 0.12)：被试调节朋友情绪

时的瞳孔直径 (0.59 ± 0.06)显著大于调节陌生人

(0.41 ± 0.05)。情绪表露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8) = 

2.78, p = 0.104。 

线性混合模型结果发现, 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

的交互项显著(β = 0.26, SE = 0.13, t(114) = 1.98, 

95% CI = [0.01, 0.52]), 说明情绪表露调节人际距

离对策略产出阶段瞳孔直径的影响 (调节模型见

图 3E)。 

3.2.5  讨论 

实验 2 同样发现了显著的人际距离效应。在策

略选择方面, 调节者为朋友选择情境适应性调节策

略的占比更高, 而为陌生人选择时该占比明显降低, 

这与既有研究(Matthews et al., 2022; Pauw et al., 

2019)及实验 1 的发现相一致。瞳孔直径结果进一

步揭示了认知资源分配模式的动态变化：在情绪识

别阶段, 调节者在识别和共情陌生人情绪时比识别

朋友情绪时的瞳孔直径更大; 在策略产出阶段, 调

节者为陌生人提供具体调节方案时的瞳孔直径更小。 

更重要的是 , 情绪表露调节上述人际距离效

应。当被调节者表露情绪时, 人际距离对人际情绪

调节的负面影响显著降低：调节者选择适应性策略

的占比增加、主观调节难度降低, 并伴随认知资源

分配模式的调整。这些发现凸显了情绪表露作为调

节 者 “ 知 情 ” 的 重 要 线 索 (Clark & Lemay, 2024; 

Lange et al., 2022), 在优化人际情绪调节中发挥积

极作用。 

4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考察了人际距离对人际

情绪调节的影响, 并探讨了情绪表露的调节作用。

实验 1 表明, 人际距离影响调节者的策略选择, 在

高强度负性情境下, 调节者为朋友(而非陌生人)选

择了更具情境适应性的策略。实验 2 表明, 当被调

节者表露情绪时, 人际距离对人际情绪调节的负面

影响显著降低。本研究首次从调节者视角揭示了人

际情绪调节的人际距离效应, 并强调情绪表露作为

调节者识别被调节者情绪状态的重要线索, 对优化

人际情绪调节过程具有积极作用。 

4.1  人际距离对调节者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影响 

实验 1 和实验 2 的结果均表明, 人际距离显著

影响调节者的策略选择。调节者为朋友选择情境适

应性调节策略的占比更高, 而为陌生人选择时该占

比 明 显 降 低 。 这 一 结 果 与 既 有 研 究 发 现 相 一 致

(Matthews et al., 2022; Pauw et al., 2019)。Pauw 等

(2019)发现, 调节朋友的情绪时, 调节者的策略选

择会根据情境变化灵活调整, 选择适应情境的情绪

调节策略。Matthews 等(2022)则发现, 与调节自我

情绪相比, 调节陌生人情绪时的策略选择更少适应

情境需求, 并且推测其原因可能在于调节者对陌生

人的情绪反应存在识别偏差。本研究在上述研究基

础上, 直接比较了处于不同人际距离的朋友和陌生

人对调节者策略选择以及情绪识别的影响, 佐证了

Matthews 等(2022)的上述观点。实验 2 发现, 调节

者在识别和共情陌生人情绪时比识别朋友情绪时

的瞳孔直径更大, 表明对陌生人的情绪识别需要投

入更多的认知资源。该结果可用共情的感知−行动

模型(Preston & de Waal, 2002)解释。该模型指出, 

共情反应依赖于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内部表征, 并

由此触发类似的生理和/或情绪反应。对于关系亲近

的对象 , 由于长期交往形成了更丰富的内部表征 , 

情绪识别和共情过程变得轻松和高效, 但对陌生人

共情时情况则相反。脑电研究也给出了支持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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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例如, Yang 等(2024)发现, 共情陌生人的疼痛体

验比共情朋友诱发了更大的早期 N2 波幅(反映认知

负荷)。同时有研究表明, 相比于关系亲近的对象

(例如朋友、恋人和内群体成员等), 个体对陌生人

的情绪识别准确度降低(Lin et al., 2024)。神经影像

学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 发现共情陌生人时

背侧前扣带回、前脑岛等情绪体验脑区的激活比共

情朋友时更弱(Cheng et al., 2010; Meyer et al., 2013; 

Xu et al., 2009), 提示对陌生人的情绪共鸣水平更

低。情绪识别是调节者开始人际情绪调节的起点。

社会调节环模型强调, 调节者能否准确识别并共情

被调节者的情绪状态, 是其选择情境适应性调节策

略并制定具体调节方案的关键前提(Reeck et al., 

2016)。上述研究发现(包括本研究)一致提示, 人际

距离越远, 调节者在情绪识别过程中可能面临更高

的认知负荷, 并可能造成情绪共情更加困难, 情绪

识别准确度下降, 这些都有碍于调节者给出情境适

应性调节策略。 

实验 2 还发现, 在策略产出阶段, 调节者为陌

生人提供具体调节方案时的瞳孔直径显著小于为

朋友提供条件, 表明调节者对前者分配的认知资源

更少。一方面, 已有研究表明, 调节者对陌生人的

情 绪 调 节 意 愿 比 对 朋 友 调 节 更 低 (Tanna & 

MacCann, 2023), 且主观报告帮助陌生人调节情绪

的认知努力更少(Matthews et al., 2022)。另一方面, 

亲社会领域的研究发现, 人际距离越近, 助人过程

认知资源投入也越高(Li et al., 2020; Schreuders et 

al., 2018)。例如, Li 等(2020)发现, 在帮助朋友获得

利益时, 即使需要牺牲自身利益, 个体仍表现出更

高的帮助意愿, 并伴随更大的额区 P3 波幅(反映认

知负荷), 而这一效应在帮助陌生人时则不会出现。

调节者的策略产出为何受到人际距离的影响呢？

有学者指出,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帮助朋友、伴

侣等关系亲近的对象调节情绪, 而这一社交习惯也

会 增 强 我 们 提 供 调 节 方 案 时 的 认 知 资 源 投 入

(Double et al., 2024)。同时我们认为, 调节者对调节

效果的期待也会影响其策略产出时的认知资源分

配模式。有研究表明, 调节者主观认为帮助朋友比

帮 助 陌 生 人 调 节 情 绪 时 的 效 果 更 佳 (Tanna & 

MacCann, 2023), 因此也会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帮

助朋友生成调节策略。 

总之, 我们的结果表明, 人际距离越远, 调节

者对被调节者的情绪识别和共情越困难、选择的情

绪调节策略越不能适应当前情境、在策略产出阶段

投入的认知资源越少。 

4.2  情绪表露改变了人际距离对人际情绪调节

的影响 

实验 2 的核心发现在于, 情绪表露能调节上述

人际距离效应。被调节者表露情绪时, 调节者选择

适应性策略的占比增加、主观调节难度降低, 并伴

随认知资源分配模式的改变。 

第一, 在情绪识别阶段, 情绪表露有效缩小了

调节者识别陌生人情绪时的瞳孔直径, 使之与朋友

条件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 情绪表露为调节者

提供了更直观的情绪线索, 从而简化了情绪识别过

程, 即“知情”有效减少了对陌生人情绪状态的解读

成本。该发现与信息交流在社交互动中的积极作用

相吻合(Wheatley et al., 2019)。例如, Stolk 等(2014)

指出, 陌生人之间通过沟通交流可为模糊信息建立

共享概念表征, 从而降低相互理解的难度, 并增强

概念识别相关脑区的神经活动一致性。 

第二, 在策略选择阶段, 情绪表露显著提高了

调节者选择情境适应性策略的占比, 且这一积极效

应在陌生人情境中更为突显。这一发现与 Matthews

等(2022)的研究结果相契合, 他们发现当调节者先

调节陌生人、后调节自我情绪时, 前者的适应性策

略选择占比显著更低; 但反转调节顺序后(即先调

节自我情绪、后调节陌生人情绪)则策略选择差异

消失了。Matthews 等(2022)认为, 调节者在调节陌

生人情绪时若能获得“情绪锚定点”, 则有助于增强

情绪调节的适应性响应。基于这一视角, 本研究中

陌生人的情绪表露也可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通过

为调节者提供外显的情绪线索, 从而促进情境适应

性的策略选择。 

第三, 在策略产出阶段, 情绪表露显著增加了

调节者为陌生人提供情绪调节方案时的瞳孔直径

(注意：此时情绪调节难度是更低的, 这与情绪识别

阶段不同), 这反映出调节者对陌生人情绪需求的

关注度提升 (Overall et al., 2020; Sinaceur et al., 

2015), 从而投入更多认知资源为其思考对策。这一

发现与 Graham 等(2008)的纵向研究结果相一致 , 

后者发现大学生更愿意帮助那些乐于表露情绪的

同学, 同时后者在一学期后也建立了更广泛的社交

网络、获得了更亲密的友谊和更多的社会支持。此

外, 情绪表露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调节者与

陌生人之间的人际距离。研究表明, 陌生人之间通

过轮流提问和自我表露能增强对彼此的喜欢程度

与互动享受体验(Sprecher et al., 2013)。但本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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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测量人际距离的改变 , 因此该推测需要进一步

验证。 

4.3  研究意义及展望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为

人际情绪调节领域的研究拓展了新思路。理论方面, 

本研究首次揭示了调节者视角下人际情绪调节中

的人际距离效应, 并进一步阐明情绪表露对该效应

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支持并扩展了社会调节环模

型(Reeck et al., 2016), 回答了调节者的认知心理过

程如何受人际距离的影响, 补充了被调节者的情绪

表露因素对人际情绪调节的积极作用。实践方面, 

本研究为优化人际情绪调节过程和提升社会互动

质量提供了实用指南。我们发现, 亲近的人际关系

利于调节者开展人际情绪调节, 因此, 我们建议在

日常生活中应注重提升与他人的关系质量, 积极构

建支持型社交网络, 以积累和维护应对情绪困扰和

心理压力时所需的社会支持资源。同时我们的发现

还表明, 被调节者的情绪表露对人际情绪调节具有

积极作用, 能有效降低甚至消除人际距离带来的负

面影响。基于此, 我们鼓励个体在寻求人际情绪调

节帮助时, 主动清晰地表达自身情绪状态, 从而优

化调节者在情绪识别、策略选择和策略产出各阶段

的认知过程, 提高情绪调节效果。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对本研究内容进行扩

展。首先, 本研究聚焦于朋友和陌生人这两种关系

类型, 研究结论能否扩展至其他人际关系(如亲子、

恋人、雇佣关系等)仍待验证。例如, 有研究表明, 

在 谈 判 关 系 中 , 表 露 悲 伤 有 助 于 争 取 利 益 优 势

(Sinaceur et al., 2015), 而在融资关系中, 表露悲伤

则不利于获得资助支持(Warnick et al., 2021)。第二, 

本研究主要操纵了情绪表露与否的效应, 后续研究

可进一步细化表露的情绪类型(如愤怒、恐惧、悲

伤等), 以探讨不同类型情绪表露对人际调节的影

响。已有研究表明, 不同类型的情绪表露对情绪调

节的影响各异, 如恐惧和悲伤的表露能增强共情和

安慰动机(Chervonsky & Hunt, 2017), 而表露愤怒

则会抑制调节意愿(Clark & Lemay, 2024)。第三, 本

研究聚焦于调节者情绪识别、策略选择和策略产出

三个阶段, 未涵盖被调节者初始情绪体验、最后情

绪调节效果等的测量。未来研究可从双人视角展开

(例如 Liu et al., 2023), 在更完整的人际情绪调节过

程中探索本研究的两个科学问题。第四, 本研究仅

聚焦于分心与认知重评两种策略, 尚未涵盖人际情

绪调节领域更为丰富的策略种类。未来研究可引入

“接受性倾听”、“幽默”等策略类型(MacCann et al., 

2025)。第五, 如何促进人际情绪调节的良性循环也

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表明, 人们在社

交互动中更期待获得正性社会反馈(He et al., 2022), 

且获得此类反馈能够提升对反馈给予者的积极评

价(Li et al., 2022)、拉近人际距离(Brudner et al., 

2023)、激发社交动机(Hsu et al., 2015)。未来研究

可进一步探索被调节者情绪反馈对人际情绪调节

带来的即时和延时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人际情绪调节的人际距离效应

及情绪表露的调节作用。发现调节者受人际距离影

响, 帮陌生人选择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占比比帮

朋友条件更少; 但被调节者的情绪表露对人际距离

效应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可以优化调节者的情绪识

别、策略选择和策略产出过程。上述发现揭示了人

际情绪调节中“知人知面, 还需知情”的重要性, 为

优化人际情绪调节的认知理论、提升社会互动质量

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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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ncreased population mobility, emotional support from stranger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upplementary resource for individuals coping with emergencies.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IER), 
wherein one individual (the regulator) intentionally influences another’s (the target) emotional state during 
social interac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alleviating emotional distress, fostering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nd 
promoting social cohesion. However,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distance on this process remains underexplored. 
Moreover, the role of emotion sharing, a key cue in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moderating these effects lacks 
empirical examin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distance and emotion sharing on IER, comprising two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employed a 2 (interpersonal distance: friend vs. stranger) × 2 (emotion intensity: low vs. high) 
within-subjects design to examine how interpersonal distance affects the regulator’s selec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during IER. Results showed that low-intensity negative emotions did not yiel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rategy selection between friends and strangers. In contrast, when negative emotions were high in 
intensity,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adopt contextual-adaptive strategies when regulating friends than 
strangers. Building on these findings, Experiment 2 incorporated eye-tracking technology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distance across three key phases of IER: emotion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selection, and 
strategy output. Additionally, emotion sharing was introduced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o examine its role in 
mitigating the gaps posed by interpersonal distance. Employing a 2 (interpersonal distance: friend vs. stranger) 
× 2 (emotion sharing: present vs. absent) within-subjects design, the study assessed emotion identification (pupil 
diameter), strategy selection (proportion of contextual-adaptive strategy), and strategy output (pupil diameter 
and self-reported regulation difficulty). Findings reveal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emotion sharing, participants 
exhibited a stronger preference for adaptive strategies and reported lower regulation difficulty when regulating 
their friends. Moreover, participants expended reduced cognitive resources during emotion identification (small 
pupil diameter) and allocated greater cognitive resources during strategy output (larger pupil diameter) for their 
friends, highlighting the nuanced cognitive demands associated with clo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otably, 
explicit emotion sharing by strangers effectively bridged the gaps caused by greater interpersonal distance. It 
facilitated the adoption of contextual-adaptive strategy, reduced subjective regulation difficulty, and optimized 
cogni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by decreasing cognitive load during emotion identification and enhancing 
cognitive resource engagement during strategy output. 

This study provides novel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distance on I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ulator and further elucidat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 sharing in this process. The 
findings support and extend the Social Regulatory Cycle Model, particularly by demonstrating how the 
regulator’s cognitive processes vary as a function of interpersonal distance. By integrating emotion sharing from 
the target into the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highlights its positive role in optimizing IER. Overall, 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IER, highlight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terpersonal distance and emotion sharing in shaping regulation processes. Practically, 
this study offers guidance for enhancing emotional support protocols in diverse social settings, fostering bette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Keywords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personal distance, emotion sharing, pupil 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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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实验 1 刺激材料及策略 

IAPS 编号 人际距离 负性情绪强度 分心策略 重评策略 

1321 1 1 数数它的牙齿 狗熊在打哈欠 

2752 1 1 观察后面的小狗摆件 和三五好友相聚小酌 

6561 1 1 关注女孩儿的配饰 双方在争论中磨合 

6571 1 1 视线放在驾驶员的牛仔外套上 他们在练习如何应对持枪抢劫 

9560 1 1 想想这幅场景的配色 动物协会已开展救治 

1050 1 2 观察皮肤的颜色和纹路 通人性的它在配合拍照 

2800 1 2 回忆昨天晚上的经历 迅速得到妈妈的安抚 

3051 1 2 思考本周的安排 救护车正在赶来 

3061 1 2 畅想元旦假期的计划 逼真的刑侦影视道具 

3071 1 2 想象操场散步的场景 他走得快没那么痛苦 

1931 2 1 观察大鲨鱼的体型结构 这是水族馆不会有危险 

2751 2 1 推测司机的年龄 司机在喝汽泡水 

6312 2 1 目光放在前排座椅上 他想带妹妹离开此处 

6838 2 1 数一数场景中的人数 被拐卖的女孩获救了 

9561 2 1 判断小猫的品种 小猫会得到治疗 

3030 2 2 聚焦于女孩的棕色卷发 现代医疗可帮助她恢复 

3060 2 2 思考洗漱的流程 好在保住了性命 

3062 2 2 想一想回家途中的风景 罕见病症受到重点关注 

6570 2 2 关注点可以放在左侧耳部 悬疑作家在构思故事情节 

9921 2 2 注意力放在氧气瓶上 消防员及时赶到现场 

注：人际距离变量：1 = 朋友, 2 = 陌生人; 负性情绪强度变量：1 = 低, 2 = 高 

 


